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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基于 2015—2017 年全国农村困难家庭调查数据, 本研究利用事件史

方法, 发现关系网络对于农村低保退出具有一定的 “助推” 作用。 在对关系网络类

型进行分类后, 本研究发现垂直型关系网络是农村低保退出的关键影响因素, 而互

惠型关系网络对农村低保退出没有显著影响。 进一步的中介分析表明, 在规模上,

垂直型关系网络可通过增加家庭劳动收入的方式对低保退出产生正向影响。 对此,

建议在基层治理中, 应优化低保实施并帮扶贫困家庭成员寻求就业途径与增收方

式, 切实保障低保对象有进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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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低保工作的重点开始从 “应保尽保” 转向 “应退尽退” (安

超, 2021)。 2012 年国务院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的意见》 (国发 〔2012〕 45 号) 不仅强调 “坚持应保尽保”, 而且强调 “坚持动

态管理”, 即要求 “切实做到保障对象有进有出、 补助水平有升有降”。 低保退出机

制是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建设中重要的一环, 其建立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

具有重要意义 (刘峰, 2012)。 尤其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作为社会救助

的兜底性制度安排, 农村低保的精准退出既是实现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 提高社会

救助效率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规避陷入福利过度陷阱的重要体现

(吴忠民,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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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 自 2013 年起,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

数规模逆转增势, 从 2013 年第四季度的 5382. 1 万人下降至 2022 年第三季度的

3329. 0 万人。① 因此, 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重心逐渐从探讨农村低保退保难问题

(高灵芝, 2009; 乔世东, 2009; 肖萌等, 2020), 转向低保退出何以发生的实证性

研究 (岳经纶、 胡项连, 2018; 安超, 2021)。 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主要

利用 “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 2015—2017 年三期追踪数据, 引

入久期模型以回应关系网络类型对农村低保退出的影响。 之所以聚焦关系网络这一

核心自变量, 主要原因在于, 学者们围绕关系网络与农村低保的关系已经展开大量

研究, 尤其是关系网络与低保资格瞄准偏差的关系 (魏程琳, 2014; 刘凤芹、 徐月

宾, 2016; 仇叶、 贺雪峰, 2017)。 这也是相较于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在转型与变

迁的乡土社会中福利瞄准偏差最具典型性的表现 (崔宝琛, 2019)。 一方面, 研究

者认为低保救助向非贫困群体泄漏主要是基层干部在救助资源分配过程中自由裁量

权的不合理使用而造成的 (刘凤芹、 徐月宾, 2016; 李迎生等, 2017)。 另一方面,

邻里关系也在农村低保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魏程琳, 2014; 乐章、 程中培,

2017), 部分村民心中甚至产生了 “能吃低保证明人际关系好” 的观念 (高瑞琴、

叶敬忠, 2017)。 然而, 尽管人们注意到农村社会中关系网络对于低保获取起着

“助推” 作用, 但是对于低保退出, 关系网络是否也会存在相似作用? 对此, 现有

研究并没有给出充分的实证证据。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低保退出的影响因素

低保退出是一种复杂的行为结果。 既有文献指出, 低保退出受到个体特征、 福

利给付、 制度实施、 宏观环境等多维因素的共同影响。

在个体特征上, 性别、 教育水平、 健康水平等往往被视为影响福利退出的重要

因素 (Hohmeyer & Lietzmann, 2020)。 在低保的相关研究中, 肖萌等人 (2019)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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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女性总体来说比男性的退保可能性 (低保接受时长) 更高且女性的退保

高峰比男性到来得更早; 整体来看, 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低保对象越可能较快退

出; 健康状况对于退保可能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越健康越容易退保。 不过, 也

有研究认为, 男性的福利依赖倾向是比较低的 (黄薇、 曹杨, 2022)。 由于女性需

要更多的时间来承担传统的家庭责任, 因此低保对其产生的负向就业激励尤其显著,

更不易退保 (韩华为, 2019)。

在福利给付上, 低保长期领取引发的福利依赖以及各项专项救助与低保相捆所

引发的福利叠加是影响低保退出的两大因素。 从逻辑上讲, 社会救助应是社会福利

的一个组成部分 (韩克庆, 2015), 与西方学者强调福利长期领取会产生 “时间依

赖 (time dependency)” “久期依赖 (duration dependency)” (Murray, 1984; Bane &

Ellwood, 1986; Hohmeyer & Lietzmann, 2020) 等观点一样, 国内一些学者同样发现

低保的长期领取滋生了福利依赖心理与行为, 弱化了低保对象的竞争力, 增大了其

退保难度 (黄晨熹, 2007; 刘璐婵、 林闽钢, 2015)。 不过, 也有研究发现, 低保

福利的长期供给并未导致低保对象就业积极性的下降 (韩克庆、 郭瑜, 2012; 肖

萌、 李飞跃, 2017)。 甚至有研究表示, 随着低保接受时间的延长, 低保对象的退

保概率不降反升 (肖萌等, 2019; 安超, 2021)。 对于中国低保退出难的现象, 也

有学者强调并非是保障标准过高, 而是由于低保资格附带着很多连带的利益 (徐月

宾、 张秀兰, 2009), 这种福利叠加必然形成贫困人口对低保救助的依赖。 安超

(2021) 的实证研究也表明, “福利叠加” 会对低保家庭产生 “锁定” 效应, 并且

福利叠加越严重, 退保的可能性越低。

在制度实施上, 制度的公平性、 救助的精准性、 家计调查以及 “福利污名” 等

也与低保退出紧密相关。 制度的公平性往往会影响福利对象的行为规范与主观认知,

公平的制度有助于人们形成更为自律且规范的行为 (黄爱宝, 2013)。 家计调查被

视为福利退出的重要干预工具 (Wellschmied, 2021), 较为严苛的家计调查可以使

低保对象降低对低保的依赖程度, 有利于低保对象退出低保。 救助资源能否完成精

准匹配, 不仅影响着制度的公平性, 而且还会产生行为的盲从效应。 “福利污名”

被视为福利参与的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福利进入、 促进着福利退出 (Contini

& Richiardi, 2012)。 有研究发现, 已经受益的受助者的确会因担心 “福利污名” 扩

散而主动退出救助 (李琴、 岳经纶, 2021)。

在宏观环境上, 有研究指出, 低保的 “参保” 时机对 “退保” 概率具有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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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肖萌等, 2019; 安超, 2021)。 肖萌等人 (2019) 的研究表明, 由于不同时期

非正规就业水平的差异, 随着低保期群从早期进入组 (2002 年以前进入) 向中期进

入组 (2002—2007 年进入), 再向近期进入组 (2008 年及以后进入) 推进, 退保的

可能性逐渐升高。 安超 (2021) 的研究也认为, 初次接受低保的时机对退保概率存

在某种调节效应, 较晚进入低保的群组, 面临日趋严格的低保执行环境以及持续改

善的就业环境, 其退保概率相对更高。 此外, 系列研究表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

精准脱贫攻坚战全面实施背景下, 由于低保管理的严格化 (关信平, 2019)、 反腐

压力下 “向上负责” 的行动逻辑 (岳经纶、 胡项连, 2018)、 信息数字技术在低保

治理中的广泛运用 (刘万里、 吴要武, 2016; 陈锋、 朱梦圆, 2019; 李琴、 岳经

纶, 2021) 等福利治理新方式、 政策新工具的出现, 近年来 “退保难” 问题得到了

一定的缓解。

(二) 关系网络与低保退出

实际上, 自从伍尔科克 (Woolcock, 1998) 开展社会资本减贫研究以来, 既有

的文献脉络已经证实关系网络在外来 “资源输入”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 关系网络能够为个体提供就业信息、 工作机会、 低息贷款等各种内

外部资源 (叶静怡、 周晔馨, 2010; 王春超、 周先波, 2013; Li & Sicular, 2014;

刘艳霞、 张诗怡, 2023)。 因而, 关系网络往往被视为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关键影

响因素 (Marsden, 1987; 边燕杰、 李煜, 2001)。 不过, 也有研究强调并非所有的

关系网络均能发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作用 ( Cleaver, 2005; Falco & Bulte,

2011)。 这启示我们需要更为细致地区分低保对象所能调动的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

并考察其在低保退出行为中的成效。

一般而言, 关系网络指的是基于成员间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 建立在一系列协

作基础上的连带网络。 对于关系网络的类型, 当前学术界往往按照特定理论内涵,

从关系网络的某一特征或维度进行划分。 例如, 边燕杰 (Bian, 1997) 与格兰诺维

特 (Granovetter, 1973) 在关于 “强关系” 与 “弱关系” 的争论中, 主要基于人际

关联程度进行区分。 另外, 帕特南 (Putnam, 2001) 提出的 “粘连性社会资本” 与

“连接性社会资本” 则依据网络结构的开放或封闭特征进行划分。 此外, 伯特

(Burt, 2004) 的 “结构洞” 理论是根据个体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关系网络

类型划分。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强调关系网络中的 “端点”, 即连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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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在这一视角下, 本研究主要关注低保对象关系网络的两个关键 “端点”:

纵向维度的基层干部与横向维度的邻居。 具体而言, 按照关系网络中端点的展开方

向, 根据精英理论视角和社会交换理论, 区分出 “垂直型关系网络” 和 “互惠型关

系网络”, 分别表示村民在纵向上嵌入在与乡村精英进行交往的垂直型关系网络中,

而在横向上嵌入在以邻里交往为中心的互惠型关系网络中。

1. 垂直型关系网络与低保退出

在乡村日常生活场域中, 精英理论视角是透视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维度。 改革

开放后, 部分村民通过乡村干部身份的获取而成为 “乡村权力精英” (郭忠华、 夏

巾帼, 2022), 参与到对体制内资源的整合与分配过程中 (张国磊、 张新文,

2017)。 乡村基层干部作为重要的关系网络端点, 是连接国家与村民的重要行动者,

直接参与政策信息、 就业机会、 福利政策的宣传与分配, 使得垂直型关系网络成为

村民获得关键信息和稀缺资源的重要渠道 (胡琳玉、 万成龙, 2023)。

在中国社会政策体系中, 国家虽然提供了社会福利资源, 但是乡村基层干部在

确定资格和某些类型资源的分配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 除自主空间外, 在实

施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战略的过程中, 基层干部承担着脱贫攻坚的具体任务, 并在

提供贷款优惠、 引进企业资源、 帮扶贫困户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Liu & Wang,

2023)。 例如, 基层干部的帮扶有助于形成 “乡村精英—贫困户” 的扶贫链条, 支

持贫困户获得产业扶贫贷款, 进而改善贫困户的经济生活水平 (闫春华, 2019)。

已有研究指出, 村干部掌握了村民的福利、 用工、 宅基地等集体利益的分配与调整,

也承接了相关的项目落地和社会政策的执行工作,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村民的利益

(吕德文, 2019)。 因此, 认识村委会干部可以增加低保户家庭从市场和国家获得增

加收入的关键政策信息、 优质资源的可能性, 从而使得个体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而退

出低保。 有鉴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H1:

H1: 垂直型关系网络对低保对象的低保退出可能性具有正向影响。

2. 互惠型关系网络与低保退出

长期以来, 互惠被认为是构建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力量 (Katz & Powell, 1955)。

在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中, 社会交换理论是理解村民间互惠型关系网络形成的重要

理论视角。 该理论认为, 资源是社会交换过程中的重要物品, 而互惠则是长期重复

的社会交换行为中最有效的形式, 一旦形成互惠关系, 施惠方和受惠方就要承担和

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Foa & Foa, 2012; Mol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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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既有研究认为互惠型关系网络是个体获得资源和支持的可靠渠道, 并

提供了互惠型关系网络有助于个体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实证证据。 一项基于 18 个贫

困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 贫困家庭通过当地邻里网络获得支持从而实现脱贫

(Banerjee, 2012)。 国内的相关研究也表明, 关系网络等有助于降低家庭贫困及脆

弱性 (尹志超、 张栋浩, 2020)。 拥有良好的熟人关系网络能够缓解多维贫困水平,

扩大社会交流范围, 改善社会支持网络 (金光照、 陶涛, 2022)。 丰富贫困农户的

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农户获得更多家庭经营活动资源并扩大收入来源 (杨均华、 刘

璨, 2019)。 此外, 在我国, 尽管存在基层干部干预脱贫资源分配的自主空间, 但

我国的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政策往往设计了意见征求、 民主评议的方式来决定脱贫

项目的落地以及脱贫资源的分配 (周玉龙、 孙久文, 2017; 陈锋、 朱梦圆, 2019)。

因此, 建立更大规模的互惠型关系网络可以增加低保户家庭通过脱贫项目增加收入

的可能性, 从而实现退保。

另一方面, 也有研究认为互惠型关系网络弱化了个体资源的多样性, 而无法获

得其他类型的稀缺资源, 从而限制其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可能性。 有研究发现, 低

保户的邻居、 亲属、 朋友大都是低保户, 这就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同质性

(卜长莉, 2019)。 低保家庭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关系依赖及其强关系的高度同质

化, 都对低保家庭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形成限制 (李正东, 2018)。 因此,

互惠型关系网络也有可能无法对低保退出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 有鉴于此, 本文提

出一对待验证的假设 H2 -1、 H2 - 2:

H2 - 1: 互惠型关系网络对低保户退出低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 -2: 互惠型关系网络对低保户退出低保没有显著影响。

3. 中介机制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尽管低保退出的多维影响因素已被研究者所证实, 但遗

憾的是, 多数研究大都只是将低保退出视为一种笼统意义上的减贫结果, 较少分析

低保退出的内在机制。 事实上, 低保退出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福利资格的退出行为。

具体而言, 外来资源的输入对低保对象产生了 “增收减支” 效应, 进而引发福利替

代, 使受助对象无须继续依靠低保福利来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 家庭劳动收入

和家庭生活消费是衡量低保户家庭生活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艾广青等, 2009; 梁

晓敏、 汪三贵, 2015; 孙婧芳, 2021)。 如图 1 所示, 资源的输入以增加家庭劳动收

入、 或减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等方式改善了低保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 当家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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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更新值超过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线, 退保行为就会发生。 据此, 本文进一步

提出假设 H3 和 H4:

H3: 关系网络通过增加家庭劳动收入的方式, 对低保退出产生正向影响。

H4: 关系网络通过减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方式, 对低保退出产生正向影响。

图 1　 理论框架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 “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 项目的调查数据, 该

项目是由民政部立项、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大型抽样调查项目。

从 2015 年开始, 该项目开始使用计算机辅助面访 (CAPI) 的调查方式, 按照 “全

国—省—区 (县) —乡镇—户” 的顺序, 采用分层、 两阶段不等概率整群抽样设

计。 具体而言, 首先在东北、 华北、 华东、 中南、 西北、 西南六大层中按照经济、

人口、 教育等指标采取隐含分层方式综合排序, 使用按规模成比例的概率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PPS) 抽样抽取样本区县; 其次在样本区县内, 运

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的 “低保户和困难户社会救助对象名录” “救助申请家庭 (低

保退出家庭)、 其他生活困难户名录”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户”, 依次通过

PPS, 简单随机抽样抽取村 (居) 样本; 最后在每个村 (居) 样本中进行整群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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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被访家庭。 被访家庭选择一名成员填答问卷。 调查对象包括领取低保的家庭、

未领取低保的低保边缘家庭和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低收入家庭。 在 2015 年基线调查

的基础上, 2016 年该项目展开了追踪调查, 2017 年考虑样本流失问题, 因此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追踪调查的基础上还增加了部分新入库样本。 2015 年数据包含了

4232 户农村家庭, 2016 年数据包含了 2952 户农村家庭, 2017 年数据包含了 3095 户

农村家庭。 之所以选取该数据库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方面, 本研究涉及的议题

属于社会救助项目, 社会救助主要服务于低收入困难家庭, 而该数据库是专门针对

全国范围内城乡困难家庭构建的; 另一方面, 本研究主要关注退保行为, 需要在一

定时间区间内来实现追踪式调查, 而该数据在 2015—2017 年的三年中开展的调查刚

好形成了一个面板数据库。 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退保行为, 因此在综合考虑 2015 年

享有低保且 2016、 2017 年进行过追踪调查的样本基础上, 共获得了 1248 个样本、

3744 个观测值可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

(二) 变量设置

1.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垂直型关系网络和互惠型关系网络。 参考既有文献, 村 /

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作为乡村基层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村民日常接触权力的重

要端点 (郭忠华、 夏巾帼, 2022; Liu & Wang, 2023)。 本研究从规模和强度两个维

度来测量垂直型关系网络。 垂直型关系网络的规模是根据受访者认识村 /居委会工作

人员的数量来测量, 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于 “过去的一年, 您认识村 /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数量是多少” 的回答来测量, 数量越多, 表示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越大。 垂直

型关系网络的强度则根据受访者与村 /居委会的交好程度来测量, 通过询问 “您和

家人遇到困难时, 是否选择向村 /居委会求助” 来测量。

既有文献对互惠型关系网络的测量, 通常使用 “可寻求支持的人员数量” 进行

衡量 (Tilburg et al., 1991)。 这种方法假设互惠型关系网络具有可叠加性, 关注提

供特定类型支持的网络成员的数量, 认为个体只有从他人处获得支持, 才可能回报

支持 (Buunk & Schaufeli, 1999; Molm, 2010; Walker et al., 1993; Tilburg et al.,

1991)。 对于支持的类型, 鲁克 (Rook, 1987) 区分了情感支持、 工具支持和社

会支持。 其中, 情感支持对于低保户家庭而言更加重要。 方菲 (2012) 的研究指

出农村低保户受到污名化的标签而难以获得支持, 难以融入周围的关系网络。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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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本研究从规模和强度等维度测量互惠型关系网络。 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通过

询问受访者对于 “过去的一年您遇到烦心事时, 可以倾诉的邻居数量” 的回答来

测量, 数量越多, 表示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越大。 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根据受访

者与邻居的交好程度来测量, 使用 “您和家人遇到困难时, 是否选择向邻居求

助” 的回答结果。

2. 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家庭劳动收入和家庭生活消费支出。 既有文献表明, 家

庭劳动收入是低保户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 通过参与就业劳动而获得 (艾广青等,

2009; 孙婧芳, 2021)。 因此本研究将家庭劳动收入作为中介变量之一, 并通过询

问 “过去一年全年, 您的家庭劳动收入 (工资、 奖金、 津贴、 补贴、 福利及其他

劳动服务所得的报酬) 是多少” 来测量。 同时, 既有文献表明低保户家庭面临着

支出型贫困, 即家庭生活消费支出超过了家庭承受能力时则会使家庭陷入贫困

(刘央央、 钟仁耀, 2019)。 因此, 本研究将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作为另一中介变量,

并通过询问 “过去一年全年, 您的家庭生活消费支出 (含食品、 衣着、 教育、 医

疗、 住房、 婚丧嫁娶、 水电燃料采暖、 文化娱乐、 交通费、 邮电通讯费等) 总计

是多少” 来测量。 在具体操作中, 家庭劳动收入和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单位均设置

为千元。

3. 因变量

低保对象的退保可能性为本研究的因变量。 在事件史分析模型中, 退保可能性

指的是受访者在 2015—2017 年退出低保的概率或者风险。 对于事件发生者, 生存时

间是从享受低保到退出低保的时间; 对于事件未发生者, 生存时间为进入低保到调

查截止之间的时间。 如表 1 所示, 2015 年共有 1248 名村民享受低保, 但是在 2016

年有 192 名村民退出低保, 当年退保占比为 15. 4% 。 在 2017 年有 100 名村民退出低

保, 当年退保占比为 8% 。 2015—2017 年累计 292 名村民退出低保, 退保占比

为 23. 4% 。

　 　 表 1 2015—2017 年享有和退保情况

2015 2016 2017
享受低保人数 1248 1056 956

累计退出低保人数 0 192 292

总数 1248 1248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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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控制变量

基于低保退出影响因素的已有发现, 本研究主要控制四个方面的变量: 个体

特征、 福利给付、 制度实施以及宏观环境。 个体特征类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家庭

为单位的男性成员占比、 具有劳动能力人口占比、 家庭成员的平均健康得分、 高

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占比等变量, 均以家庭构成人员数量为分母。 福利给付类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领取低保金的时长、 累计享受专项救助的数量、 是否享受过职

业介绍以及是否享受过免费培训。 制度实施类控制变量主要有受访者对问卷中

“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 “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 不努力找工作” “很多

该退的没退” “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 “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 问题的回答。

前四个问题均采用李克特量表, 问卷中 1—5 分别表示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无所谓”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在数据处理中将其进行了反向编码, 得分

越高, 表示受访者越同意。 最后一个问题在问卷中为三分类变量 (1 = 公平, 2 =

一般, 3 = 不公平), 在数据处理中同样对其进行了反向编码。 在宏观环境的控制

变量上, 本研究参考安超 (2021) 的做法, 设置了参保列队变量, 分为 2000 年以

前应急补缺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2001—2010 年综合发展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2011 年以后规范重构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三类。 此外, 地区变量也被作为宏观环

境层面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表 2 展示了自变量、 因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除了参保队列、

地区变量等个体特征变量之外, 其他的变量均为时变变量。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低保退出可能性 3744 　 . 129 　 . 336 0 1

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 3337 4. 256 1. 673 0 7

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 3744 . 164 . 370 0 1

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 3580 4. 786 7. 754 0 50

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 3744 . 264 . 441 0 1

家庭劳动收入 (千元) 3744 6. 968 13. 671 0 156

家庭生活支出 (千元) 3744 27. 046 38. 581 0 657. 98

劳动能力人口规模占比 3744 . 283 . 307 0 1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 3744 2. 577 . 891 1 5

高中教育水平占家庭人数比值 3744 . 093 . 183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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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男性成员占比 3744 　 . 560 　 . 261 0 1. 000

领取低保金时长 (月份) 3222 66. 777 49. 958 0 276

累计享受专项救助数量 3744 . 919 1. 041 0 7

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 3694 2. 392 1. 223 1 5

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 不努力找工作 3679 2. 127 1. 111 1 5

很多该退的没退 3595 2. 711 1. 239 1 5

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 3691 2. 807 1. 295 1 5

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 3374 2. 834 . 475 1 3

职业介绍 数量 占比 免费培训 数量 占比

是 　 87 97. 68% 是 157 4. 19%

否 3657 2. 32% 否 3587 95. 81%

参保队列 地区

2000 年以前应急补缺阶段 128 3. 95% 东部 1827 48. 80%

2001—2010 年综合发展阶段 1329 41. 04% 中部 843 22. 52%

2011 年以后规范重构阶段 1781 55. 01% 西部 798 21. 31%

东北 276 7. 37%

(三) 统计模型

本研究采用事件史分析模型。 在久期数据的分析中, 事件史方法能够将随时间

变化的协变量纳入模型, 并很好地处理删截问题 (陈强, 2010)。 在久期数据的事

件史分析中, 离散时间模型需要满意以下两个假设前提: 事件是离散型的, 表示为

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二分变量; 时间是离散型, 风险率在一个时间区间内是常量, 或

者虽然风险率随着时间变化, 但是只在固定时点测度。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的测度是

二分变量 (取值为 0 和 1), 且时间是离散型的, 所以本文适合采用事件史分析中的

离散时间模型。 对此, 本研究运用事件史分析 (Event History Analysis, EHA) 方法

构建 logit 回归模型来验证前文假设, 构建了以下的模型:

log[P it / (1 - P it)] = α0 + β1Sc_ p_ Iit + β2Sc_ p_ IIit + β3Sc_ h_ Iit + β4Sc_ h_ IIit
+ β5Labit + β6Healthit + β7Eduit + β8Maleit + β9Bon_ timeit + β10Aid_ sumit + β11Privacyit
+ β12Depit + β13Exitit + β14Checkit + β15Fairit + β16Jobit + β17Trainit + β18Dli + β19Aerai

　 　 公式中, P it表示个体退出低保的可能性, α0表示常数项, Sc_ p_ Iit和 Sc_ p_ IIit分

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的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和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 Sc_ h_ Iit 和

Sc_ h_ IIit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的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和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 L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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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ealthit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的家庭劳动能力人口规模占比和家庭成员平均健康

程度; Eduit和 Maleit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的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和男性成员占

比; Bon_ timeit和 Aid_ sumit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领取低保金时长 (月份) 和累计享

受专项救助数量; Privacyit和 Depit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对 “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

私” 和 “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 不努力找工作” 的认同得分; Exitit和 Checkit分别表

示个体 i 在 t 年对 “很多该退的没退” 和 “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 的认同得分; Fairit
和 Jobit以及 Trainit分别表示个体 i 在 t 年 “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 的认同得分和是

否接受职业介绍以及是否参与过免费培训; Dli 和 Aerai 表示个体 i 所处的参保队列和

地区。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 主模型分析结果

本研究在纳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使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式考察关系网络对退

保可能性的影响。 表 3 为主模型统计分析结果。 其中, 模型 1 仅加入个体特征、 福

利给付、 制度实施以及宏观环境四个方面的控制变量,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

入垂直型关系网络变量,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了互惠型关系网络变量。 可

以看到, 从模型 1 到模型 3, 拟合优度 Pseudo R2 不断提升。

在模型 2 和模型 3 中, 可以看到垂直型关系网络的规模和强度与退保可能性存

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拥有更大规模和强度垂直型关系网络的低保家庭, 退出低保的

可能性更大。 在模型 3 中, 每增加 1 个单位的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 低保家庭的退

保概率将会随之提高 14. 2% ; 每增加 1 个单位的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 低保家庭的

退保概率将会随之提高 59. 5% 。 因此假设 1 成立。 模型 3 的回归结果显示, 尽管互

惠型关系网络与退保可能性的影响方向为正向, 但是这种关系不具有显著性, 因此

假设 2 - 2 通过检验, 假设 2 - 1 未能成立。

此外, 还可以观察到男性成员占比、 领取低保金时长、 累计享受专项救助数量、

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 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 参保队列以及地区变量与退保可

能性的关系。 在模型 3 中, 男性成员占比与退保可能性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 即家

庭男性成员占比越高, 越不容易退保。 这一发现与肖萌等人 (2019) 的研究发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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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 表明在低保退出方面, 并非是通常所理解的家庭中男性越多越能增加家庭

收入进而退出低保。 在领取低保金时长对低保退出可能性的影响方面, 随着低保金

领取时间的延长, 退出低保的可能性会降低, 这一发现也与前面所述的时间依赖、

久期依赖等观点保持一致, 低保的长期领取的确会产生依赖行为。 累计享受专项救

助数量对低保退出具有负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福利叠加的确会降低

低保退出的可能性。 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在三个模型中均对低保退出可能性呈现显

著的正向影响, 低保对象越认为家庭收入核查繁琐, 其退保的可能性越高。 这一结

果说明, 收入核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福利依赖、 应退未退现象。 村低保

评审过程是否公平对低保退出可能性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低保对象越认可评审过

程的公平性, 其退出低保的可能性越低, 这一发现与常识有所出入。 对此, 本研究

认为可能是因为对于已经受益的低保对象, 尤其是那些长期依赖低保的对象而言,

其低保资格的自我认同感较高而造成的。

在参保队列变量中, 本研究仅发现相较于 2000 年以前应急补缺阶段进入低保的

群体, 2011 年以后规范重构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退保的可能性经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是方向是负向的。 这一研究发现在显著性和方向上均不同于肖萌等人 (2019) 和

安超 (2021) 的研究。 对此, 本研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两项研究采取的都是截面

数据, 而本文使用的则是久期跟踪数据。 实际上, 尽管在不同的参保队列中, 2011

年以后的制度环境更加健全, 但是如果从低保领取时长来看, 退保可能性的确是显

著的负相关。 在地区变量上, 相较于东部地区,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低保对象退保的

可能性均通过了显著的正向检验, 即更容易退出低保。 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无论

是在低保金的标准上, 还是在专项救助项目上, 福利水平都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对退出低保存在一定限制。 在就业支持方面, 职业介绍和免费培训未能显著影响低

保对象退保的可能性。 这跟黄晨熹 (2007), 王燊成和刘宝臣 (2018) 的研究结果

保持一致。 相关的研究已经表明, 由于福利叠加和福利依赖效应的存在, 职业介绍、

免费培训等就业救助定位的双重偏差导致独立性缺失以及内容的粗放式设计造成供

需瞄准不足等原因, 现有的就业支持难以起到就业促进效果 (王燊成, 2023)。 本研

究并未发现福利污名效应的存在, 问卷中 “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 “很多低保

户有依赖心理, 不努力找工作” “很多该退的没退” 等变量对退保可能性的影响不具

有显著性。 基于赖志杰 (2019) 的研究, 这可能是由于家计调查被变通执行, 导致我

国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中未产生理论层面可能存在的 “福利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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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主模型统计分析结果

logit 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
　 　 . 143∗∗ 　 　 . 133∗∗

　 (3. 148) 　 (2. 835)

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
　 　 . 497∗∗ 　 　 . 467∗

　 (2. 666) 　 (2. 437)

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
　 　 . 012

　 (1. 574)

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
　 　 . 244

　 (1. 471)

劳动能力人口规模占比
　 　 . 143∗∗ 　 　 . 133∗∗ 　 . 111

　 (3. 148) 　 (2. 835) 　 (. 416)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
　 　 . 497∗∗ 　 　 . 467∗ 　 　 . 175∗

　 (2. 666) 　 (2. 437) 　 (1. 975)

高中教育水平占家庭人数比值
　 . 012 　 　 . 736∗

　 (1. 574) 　 (2. 008)

男性成员占比
　 . 244 　 - . 973∗∗

　 (1. 471) ( - 3. 103)

领取低保金时长 (月份)
　 - . 011∗∗∗ 　 - . 013∗∗∗ 　 - . 014∗∗∗

( - 3. 485) ( - 3. 641) ( - 4. 006)

累计享受专项救助数量
　 - . 192∗ 　 - . 199∗ 　 - . 217∗

( - 2. 309) ( - 2. 271) ( - 2. 430)

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
　 . 024 　 - . 009 　 . 001

　 (. 407) ( - . 143) 　 (. 015)

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 不努力找工作
　 . 053 　 . 057 　 . 036

　 (. 812) 　 (. 809) 　 (. 511)

很多该退的没退
　 . 084 　 . 039 　 . 037

　 (1. 421) 　 (. 623) 　 (. 579)

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
　 　 . 164∗∗ 　 　 . 163∗∗ 　 　 . 162∗∗

　 (2. 903) 　 (2. 676) 　 (2. 641)

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
　 - . 646∗∗∗ 　 - . 645∗∗∗ 　 - . 624∗∗∗

( - 5. 754) ( - 5. 347) ( - 4. 983)

职业介绍
　 . 413 　 . 519 　 . 584

　 (1. 093) 　 (1. 365) 　 (1. 531)

免费培训
　 . 117 　 . 191 　 . 180

　 (. 349) 　 (. 562) 　 (. 529)

参保队列 (参照: 2000 年以前应急补缺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2001—2010 年综合发展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 1. 155∗∗ 　 - 1. 511∗∗ 　 - 1. 689∗∗∗

( - 2. 582) ( - 3. 202) ( - 3.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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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ogit 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2011 年以后规范重构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 1. 413∗∗　 - 1. 760∗∗　 - 1. 988∗∗∗　

( - 2. 667) 　 ( - 3. 137) 　 ( - 3. 520) 　

地区 (参照: 东部)

　 中部
　 . 549∗∗ 　 . 494∗ 　 . 546∗∗

(3. 133) (2. 567) (2. 776)

　 西部
　 . 424∗ 　 . 580∗∗ 　 . 614∗∗

(2. 371) (3. 109) (3. 225)

　 东北
. 130 . 244 . 300

(. 431) (. 802) (. 977)

Constant
. 346 . 201 . 355

(. 454) (. 236) (. 411)

N 2770　 　 　 2493　 　 　 2406　 　 　

Log likelihood - 747. 778　 　 - 658. 671　 　 - 637. 755　 　

Chi-Square 125. 270　 124. 790　 124. 770　

Pseudo R2 . 089 . 101 . 105

　 　 注: (1)∗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标准误的值。

(二) 稳健性分析结果

考虑到主模型选取的是 logit 的离散时间模型, 因此, 本研究进一步使用 logit

模型 (稳健标准误)、 probit 模型、 cloglog ( Complementary Log-Log) 模型以检验

分析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 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中, 研究者通常假

定事件发生的时间符合某种分布, 因此选择不同的链接函数来对参数进行估计,

并比较它们的拟合效果, 从而达到稳健性检验。 链接函数是用来将线性预测与事

件发生 概 率 ( 或 风 险 ) 联 系 起 来 的 函 数, 常 见 的 包 括 逻 辑 函 数 ( logistic

function)、 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probit) 、 累积对数风险函数 ( cloglog) 等,

因此 logit 模型、 probit 模型和 cloglog 模型能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基础上构成稳

健性分析。 表 4 报告了回归结果。 明显看出, logit 模型、 probit 模型、 cloglog 模

型的回归分析与表 3 中的模型 3 的回归分析在结果上高度一致。 垂直型关系网络

无论规模还是强度均对低保退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表明垂直型关系网络对

于低保退出具有一定的 “助推” 作用。 不过, 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对于退保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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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响依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以上检验说明, 之前的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稳

健性。

　 　 表 4 稳健性分析

logit 模型 probit 模型 cloglog 模型

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
　 . 133∗∗ 　 . 073∗∗ 　 . 119∗∗

(. 005) (. 002) (. 007)

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
　 . 467∗∗ 　 . 245∗∗ 　 . 422∗∗

(. 015) (. 013) (. 018)

互惠型关系网络规模
. 012 . 006 　 . 011∗

(. 116) (. 134) (. 096)

互惠型关系网络强度
. 244 . 133 . 226

(. 141) (. 118) (. 145)

劳动能力人口规模占比
. 111 . 037 . 106

(. 677) (. 785) (. 671)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
　 . 175∗∗ 　 . 010∗∗ 　 . 150∗

(. 048) (. 026) (. 071)

高中教育水平占家庭人数比值
　 . 736∗∗ 　 . 375∗ 　 . 662∗

(. 045) (. 058) (. 052)

男性成员占比
- . 973∗∗ - . 437∗∗ - . 949∗∗

(. 002) (. 005) (. 001)

领取低保金时长 (月份)
- . 014∗∗∗ - . 006∗∗∗ - . 013∗∗∗

(. 000) (. 001) (. 000)

累计享受专项救助数量
- . 217∗∗ - . 109∗∗ - . 198∗∗

(. 015) (. 013) (. 017)

吃低保有损个人尊严和隐私
. 001 . 000 . 004

(. 988) (. 994) (. 947)

很多低保户有依赖心理, 不努力找工作
. 036 . 019 . 035

(. 609) (. 594) (. 598)

很多该退的没退
. 037 . 014 . 036

(. 563) (. 667) (. 548)

家庭收入核查太繁琐
　 . 162∗∗ 　 . 084∗∗ 　 . 149∗∗

(. 008) (. 007) (. 010)

村低保评审过程是否公平
- . 624∗∗∗ - . 340∗∗∗ - . 541∗∗∗

(. 000) (. 000) (. 000)

职业介绍
. 584 . 289 . 558

(. 126) (. 166) (. 103)

免费培训
. 180 . 097 . 174

(. 597) (. 591) (.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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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ogit 模型 probit 模型 cloglog 模型

参保队列 (参照: 2000 年以前应急补缺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2001—2010 年综合发展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 1. 689∗∗∗ - . 835∗∗ - 1. 533∗∗∗

(. 000) (. 001) (. 000)

　 2011 年以后规范重构阶段进入低保的群体
- 1. 988∗∗∗ - . 945∗∗ - 1. 815∗∗∗

(. 000) (. 003) (. 000)

地区 (参照: 东部)

　 中部
　 . 546∗∗ 　 . 272∗∗ 　 . 497∗∗

(. 006) (. 006) (. 007)

　 西部
　 . 614∗∗ 　 . 317∗∗∗ 　 . 560∗∗

(. 001) (. 001) (. 002)

　 东北
. 300 . 159 . 262

(. 329) (. 292) (. 365)

Constant
. 355 - . 074 . 042

(. 681) (. 872) (. 957)

N 2406　 　 　 2406　 　 　 2406　 　 　

Log likelihood - 637. 755　 　 - 639. 785　 　 - 637. 586　 　

Chi-Square 124. 770　 121. 200　 145. 040　

Pseudo R2 . 105 . 102 —

　 　 注: (1)∗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2) logit 模型一列中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probit 模型与

cloglog 模型一列中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中介机制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中介机制, 本文进一步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 (General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GSEM) 的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来检验家庭劳动收入与家庭生活消

费的中介效应, 该模型被视为生存分析中检验中介机制的最佳方法 (Beydoun et al.,

2022; Dil & Karasoy, 2020)。 由于因变量的二元性质, 本研究在 Stata17 中使用带有

最大似然 Logit 估计的 GSEM 模型进行分析, 并构建了广义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图

(如图 2 所示)。 结果如下:

第一, 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通过增加家庭劳动收入的中介机制对低保退出起到

正面促进作用, 而家庭劳动收入的中介机制在垂直型关系网络强度中不成立。 这表

明, 相比于强度, 垂直型关系网络的规模对于推动低保户家庭退出低保而言更加重

要, 也说明在农村地区垂直型关系网络规模背后所表征的 “弱关系” 对于增加家庭

劳动收入的积极作用。 由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本身呈现出分散化的特征, 村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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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p < 0. 1;∗p < 0. 05,∗∗p < 0. 01,∗∗∗p < 0. 001。

图 2　 家庭劳动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的中介机制分析图

多从事灵活或者零散的劳动, 如小时工、 日结工等 (孙婧芳, 2021)。 垂直型关系

网络的规模越大, 则意味着村民更有可能从垂直型关系网络中获得稀缺的就业机会

或者信息等资源, 进而通过增加家庭劳动收入的机制, 提升低保户退出低保的可

能性。

第二, 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中介机制不成立。 垂直型关系网络无法通过家庭生

活消费支出对低保退出产生影响。 既有文献表明, 低保户家庭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

是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 而且在获得低保补贴后, 贫困家庭整体消费

支出则会增加 (陈典等, 2022)。 因此, 对于消费需求处于紧缺且未得到完全满足

的低保户家庭而言, 关系网络所发挥的福利替代作用难以通过减少家庭生活消费支

出的方式而成立。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 利用 2015—2017 年的三年

跟踪调查数据, 分析了关系网络对于农村低保退出的影响。

研究发现, 关系网络对于农村低保对象退出低保具有一定的 “助推” 作用, 不

过并不是所有的关系网络都能够发挥作用。 一方面, 垂直型关系网络是低保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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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的关键影响因素, 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在基层治理中, 基于乡村干部建立的

垂直型关系网络的确起到了资源输入的渠道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垂直型关系

网络的规模可通过提高家庭劳动收入的方式, 对低保退出产生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

互惠型网络关系并不能显著提高低保户退保的可能性, 这说明基于邻里互惠模式形

成的关系网络在减贫过程中的确存在一定的有限性。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优化低保相关治

理, 实现救助对象的动态进出, 实现科学管理。 第一, 要积极发挥基层干部的主

观能动性, 在引导其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 使其发挥好资源整合与支持的作

用。 第二, 要关注福利依赖和福利叠加效应对于低保退出的抑制作用, 建议未来

可以对低保金领取时间进行一定限制, 要进一步取消专项救助与低保捆绑的做

法, 优化各项救助项目的评定细则。 第三, 要优化低保制度的基层实施, 除了发

挥好基层干部的作用以外, 还应该推动低保评审过程的实质性公平, 优化健全家

庭收入核查机制以实现常态化的追踪式监管评估。 第四, 要关心贫困家庭的就业

问题, 注重发挥关系网络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积极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福利观, 帮

助其提高就业能力, 尤其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 可以积极探索提高土地要素

产出、 优化资本帮扶形式、 夯实知识产出基础等路径以帮助农民提高收入 (王道

勇, 2023)。

相较于已有研究, 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潜在贡献: 一方面, 本研究在利用

事件史分析方法的同时还构建了为数不多的低保户跟踪调查数据, 这既有助于

更精准地识别和捕捉低保户进入低保后再退出低保的过程, 也避免了既有研究

忽视中间退出低保再重新进入低保所造成的过程非连贯性。 另一方面, 本研究

从 “关系网络” 的角度对社会资本与减贫的复杂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

一定回应。

不过,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有待未来今后继续讨论。 比如, 尽管本研究

使用了三年的面板数据, 但实际上对于低保对象而言, 以三年为周期的低保进入与

退出行为相对较为短暂, 因此数据本身未能以长时段的方式捕捉到低保对象进入与

退出的动态变化过程。 又比如, 受数据库本身的影响,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稍微陈旧,

但是本研究认为基于严密的理论逻辑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 结论仍然具有较强的可

信度和借鉴意义。 未来可以从进一步构建长时段且更新的追踪数据库方面入手, 推

进现有关于低保退出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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